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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关系，为优化创新资源投入，促进城市增长提供参考。选取了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测创新资源及其控制变量与城市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为进一步说明，以创新资源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三门槛效应。因此，应该合理地投入创新资源，使其最大程度的促进城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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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sources, Threshold Effects and Urban Growth

—Tak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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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urban growth, w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urban growth. The panel data of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6 to 2016 were selected and fixed effect model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heir control variables and urban growth. To further illustrate, us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we study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three threshold effects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on urban growth. Therefore, we should rationally invest in innovation resources so that it can maximize urba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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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迅速崛起，城市功能愈发强大。一大批新生的城市群，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城市生活水平。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增长已成为人

们普遍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之一，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发展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思维和发展方向，实现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转变[1]。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创新是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2]。“十三五” 规划把创新驱动摆在很重要的位置，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九大进一步的确认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创新。创新对于城市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创新活动离不开创新资源的支持，创新资源是驱动创新活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创新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只有合理地投入创新资源，才能更好进行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城市的增长。创新资源是创新系统的基础要素，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城市作为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进步和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各地的经济转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行各业的产业升级成果显著。创新促进经济实现新的跨越[3]，以创新来驱动城市发展，以合理地创新资源投入来促进城市的增长。长三角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和东海之滨，包括上海市、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东北部，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迅猛、经济总量规模最巨大、最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区域性经济板块[4]。国家政策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能否最大化发挥其对城市增长的促进作用，怎样合理的投入创新资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于城市增长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对城市增长的内涵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林树森将城市增长总结为投资和人口增加引发的城市规模和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增加[5]。Crozet则认为如果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就是人口流动的结果[6]。经过对已有关于城市增长的文献的梳理，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城市增长进行了研究。陈日新等从空间的角度考虑，认为城市增长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构造，是集聚的力量和分散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7]。于静静等从公共品供给和集聚经济水平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增长，认为城市增长得益于公共品供给规模和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加[8]。吴健生等基于生境质量的视域下对城市增长边界进行了探索[9]。殷江滨等提出了空间计量分析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了“新古典”思想的框架，从诸多方面阐述交通通达性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10]。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支撑城市发展的许多要素，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甚至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因此城市发展研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以Lucas[11]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识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力资源和资本积累也相应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导致要素收益的裂变，规模递增态势明显。正如Henderson[12]所说的那样，城市的功能变强，经济规模变大，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对广大的产业工人和广大的技术人才产生了巨大的吸附力。人口的增多又刺激了城市以服务业为龙头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城市不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变大。然而，对于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的关系，却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当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的时候，就由无形的知识变成有形的战略资源。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实现各种资源有效配置。对于创新资源，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因为目前还没有进行统一的成果整合，因此还没有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但是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赵昱等基于中国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国际创新资源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13]，朱长宁等运用Malmquist指数和相关分解情况探讨了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的现状和机制[14]；一些学者从空间的角度探讨了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侧重于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面板模型和变异系数等，探究区域创新资源[15-16]和创新联系[17-18]的空间分布特征。厉伟等基于2009-2013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法、超效率DEA法对我国省际创新资源的整合绩效进行了测度[19]。吕海萍等以中国31个省域为样本，实证探讨了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20]。还有一些学者从集聚的角度研究了创新资源，认为创新资源集聚与企业绩效具有密切联系[21]。王萌萌等运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创新人力资源和创新财力资源的集聚水平，并运用知识生产函数考察了创新资源集聚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非线性作用[22]。周元元和冯南则把研究的目光转向R&D。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各省会城市的数据，研究了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联系[23]，并从人员和经费投入等多个角度对各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本研究探讨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得基础上提出理论模型以及指标与数据的描述；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包括普通回归结果，门槛检验以及门槛估计结果；第四部分为全文的总结以及研究启示。   
2.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2.1模型设定

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投入的效果进行了很多研究，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为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性[24-27]；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简单地线性关系，有时会呈现非线性关系（如U型关系）[28]。因此笔者认为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可能也并非是简单地线性关系，而存在最佳的创新资源投入区间。为了考察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利用Hansen[29]和Borensztein[30]等基于面板数据的门槛自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Hansen提出的门槛面板回归理论至今运用很广泛。在我国，以戴小勇为代表的学者就把该理论运用于企业绩效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企业本身的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数据的变化，寻找研发投入在不同时期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31]；李瑞茜则通过R&D投入的数据变化，找出了政府投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规律。政府投入与企业创新，两者相互影响。企业创新对政府投入的影响成“倒U型”状态[32]。以门槛变量来决定分区点，利用门槛变量的观测值估计出适合的门槛值（threshold），能够避免一般所使用的主观判定分区点方法所产生的不足。Hansen的理论提出之前，门槛效应的研究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分组研究法，即通过确定门槛值和划定门槛区间。一个是交叉项研究法，即通过加入一个变量，通过这个变量与门槛值进行研究。但是不管是这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都存在一个的问题，有些数值无法确定。前者中无法得到确定的区间，后者无法确定门槛值。由于无法确定基础数据，因此研究得出的结果也就没有很高的说服力[33]。Hansen提出新的理论以后，有效克服了上述两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研究以创新资源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的门槛模型。其中，单门槛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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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此可拓展出双门槛模型和三门槛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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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门槛模型中，[image: image8.emf]








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城市增长（cg）为被解释变量，创新资源（ir）为门槛变量和解释变量，I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取值为1，否则为0；[image: image10.emf]fi









、[image: image12.emf]ge. rl









、[image: image14.emf]fdi.









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为控制变量,用[image: image16.emf]








表示其集合；[image: image18.emf]








代表的是门槛值；[image: image20.emf]dj









代表的是地区差异的特征值；[image: image22.emf]Hit









代表的是随机变量。

以单门槛模型为例，先明确每个观测值，然后用其减去组内平均值，以此达成消除个体效应的目的，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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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换处理之后得到的计算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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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使模型在形式上整洁，将方程（4）变换为如下所示的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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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给定任意[image: image30.emf]








，该种情形下，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量（[image: image32.emf]








）可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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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回归方程残差平方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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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的估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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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到所有参数的估计量。使用该理论的前提为存在门槛以及科学提取门槛估值，使其接近真实值。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的原假设为：[image: image41.em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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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假设为：[image: image43.emf]








，构建的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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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image46.emf]SSE,









是在门槛存在性检验的原假设下模型估计得到的残差平方和；由于在原假设下，门槛值[image: image48.emf]








无法识别，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因此要通过别的办法，找到F统计量的分布规律,通过这个规律找到原假设被拒绝的概率值，只有这样，门槛值才能接近真实值。最快方法就是自抽样。假设：[image: image50.emf]








；构建的似然比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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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假设其渐进分布满足[image: image53.emf]c(®) =-2 log(l -V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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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推导出门槛值的置信区间。

2.2指标构建与数据描述

    城市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城市增长的概念，应该包含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涵。在研究城市增长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偏重于经济规模、人口和面积等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质的增长。一座城市的增长应该包括质的增长和量的增长[34]。人口、经济总量、城市面积，这些只是城市增长的外在形式，如果忽略了生产力水平等软实力，那么对城市增长的解释就不周全，城市增长的概念就不完整，对国民还会产生误导作用。科学划定研究的指标，把城市的发展和壮大概括为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质量提升两个方面涵义[35]。结合诸多文献，本研究将城市规模扩大分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升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来表示，因此，本研究用城市的人口规模、空间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城市增长，分别用市辖区户籍人口数、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全市生产总值以及全市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的比值来描述，并用熵值法赋予权重并加总。创新资源的构成比较复杂，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从广义视角看，创新资源由四大类资源组成，除了人力创新资源和物力创新资源之外，同时还涵盖财力创新资源以及信息创新资源[36]；而从狭义视角看，创新资源主要包括两大块，一类是人力创新资源，另一类是财力创新资源[37]。考虑到数据本身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狭义的创新资源。分别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创新的人力与财力资源，最后用熵值法赋权重并加总来反应创新资源的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引入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5个控制变量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政府财政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用外商金额和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来描述。   
    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由于不同城市《统计年鉴》的编写有所不同，造成部分数据残缺，本研究采用了根据增长率来推算其缺失值的方法进行估计，从而最大程度保全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1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公报。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增长（cg）
	286
	0.231
	0.172
	0.002
	1.001

	创新资源（ir）
	286
	0.178
	0.184
	0.001
	0.952

	固定资产投资（fi）/亿元
	286
	1883.167
	1523.845
	91.042
	6755.883

	政府支出（ge）/亿元
	286
	531.618
	811.913
	20.593
	6918.943

	居民生活水平（rl）/元
	286
	24934
	9851
	9036
	54305

	外商直接投资（fdi）/亿美元
	286
	23.231
	29.185
	0.543
	185.143

	人力资本（hr）/人
	286
	2935.213
	2587.123
	290.233
	12769.396


3.实证分析

3.1模型变量分析

   本研究运用Stata12.0测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把部分变量取自然对数消除变量的异质性。如表2所示，创新资源、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与城市增长均呈正相关关系，都能促进城市增长

表2  各个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

	
	cg
	ir
	fi
	ge
	rl
	fdi
	hr

	cg
	1
	
	
	
	
	
	

	ir
	0.652
	1
	
	
	
	
	

	lnfi
	0.423
	0.384
	1
	
	
	
	

	lnge
	0.619
	0.249
	0.123
	1
	
	
	

	lnrl
	0.339
	0.434
	0.245
	0.322
	1
	
	

	lnfdi
	0.589
	0.335
	0.323
	0.243
	0.435
	1
	

	lnhr
	0.127
	0.254
	0.435
	0.124
	0.145
	0.256
	1


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Huasman统计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因此拒绝原假设。通过截面相关检验，得到的统计量为923.259，p值为0.000，表明存在截面相关。考虑到样本数据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异方差特性，同时还与截面以及序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所以，为确保最终的估计结果具备较理想的稳健性，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根据表3结果得到模型整体上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F统计量为270.587，伴随概率为0.000），模型设定合理。

表3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t统计量
	伴随概率

	ir
	0.554***
	13.756
	0.000

	fi
	0.431***
	8.456
	0.000

	lnge
	0.599***
	8.345
	0.000

	lnrl
	0.239***
	7.592
	0.000

	lnfdi
	0.243***
	5.284
	0.000

	lnhr
	0.189***
	4.395
	0.000

	常数
	0.134***
	14.573
	0.000

	R2
	       0.879
	F统计量
	270.587

	
	
	伴随概率（F统计量）
	0.00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3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创新资源每增加1%会导致城市增长0.554%；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城市增长0.431%，说明城市中随着用于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的投资的增加，导致未来的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提高，形成生产资料、提供就业岗位，进而促进了城市增长；政府支出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支出每提高1%，城市增长0.599%，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财政资金的支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更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增进全民福利，进而促进城市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与城市增长也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居民生活水平每提高1%，促进城市增长的程度为0.239%，说明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的增长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促进城市增长0.243%，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刺激当地出口和消费促进了城市的增长；最后人力资本对城市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人力资本每提高1%，城市增长0.189%，由此可以看出人才对城市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促进城市的增长。

3.2门槛检验

在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前，首先需要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用来判断方法的使用是否合理，并进一步确定门槛的个数，以及模型的具体形式。表4是以创新资源为门槛变量，通过bootstrap自抽样的检验结果，由表4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以创新资源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检验、双门槛检验和三门槛检验均显著。因此本文采用三门槛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实证分析。

表4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

	
	单门槛检验
	双门槛检验
	三门槛检验

	F值
	4.872***
	5.954***
	4.683***

	P值
	0.000
	0.000
	0.000

	10%
	2.494
	2.384
	1.823

	5%
	3.345
	4.123
	2.834

	1%
	6.035
	6.845
	5.934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将创新资源作为门槛变量，估算的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值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第一个门槛值
	0.0765
	[0.0739,0.0848]

	第二个门槛值
	0.2583
	[0.2128,0.3218]

	第三个门槛值
	0.7963
	[0.7531,0.8295]


3.3实证结果分析


表6  三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稳健标准差OLS估计结果

	
	
	std
	t
	p
	std
	t
	p

	lnfi
	0.145***
	0.012
	10.719
	0.000
	0.013
	8.458
	0.000

	ge
	0.213***
	0.028
	10.354
	0.000
	0.048
	8.631
	0.000

	lnrl
	0.012***
	0.008
	6.818
	0.000
	0.007
	6.129
	0.000

	lnfdi
	0.135***
	0.024
	5.204
	0.000
	0.029
	5.199
	0.000

	lnhr
	0.039*
	0.023
	1.683
	0.094
	0.031
	1.728
	0.085

	ir≤0.0765
	-0.045
	0.045
	-0.639
	0.512
	0.023
	-1.049
	0.281

	0.0765＜ir≤0.2583
	0.087***
	0.038
	4.251
	0.000
	0.045
	4.710
	0.000

	0.2583＜ir≤0.7963
	0.175***
	0.031
	5.193
	0.000
	0.029
	4.802
	0.000

	ir＞0.7963
	0.019*
	0.030
	1.594
	0.095
	0.031
	1.723
	0.088

	最小残差平方和
	                               0.018

	标准误差
	0.010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6结果分析可知，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和最佳的创新资源水平区间。根据三重门槛值，可以将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创新资源投入水平分为四大门槛区间，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较低（ir≤0.0765）、创新资源投入水平一般（0.0765＜ir≤0.2583＝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较高（0.2583＜ir≤0.7963＝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过高（ir＞0.7963）。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当创新资源水平达到一定强度时，才能对城市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在不同门槛区间里对城市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差异。

当创新资源水平较低时（ir≤0.0765），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创新资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表面上看，创新资源只是指标，但是它却包含了人、财、物、政策和竞争环境等软硬环境的因素。环境不好、政策不到位、政府投入不足等等都会影响创新。如果按阶段分，这才处于创新的初始阶段。这时候由于还处于创新的摸索阶段，成果还并不明显，创新产出还很少，因此对城市增长还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随着创新资源水平的提高，跨过第一门槛值而小于第二门槛值时（0.0765＜ir≤0.2583），创新资源开始对城市增长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首先随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提高，一些创新资源投入超过第一门槛的城市，可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与关联效应等吸收其它城市外溢的技术、信息知识等，经过消化后能够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其次，创新资源的投入可以形成创新的合力。在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一笔巨大的无形的财富。在创新的过程中，创新人才之间可以更好的相互合作，交流意见，分享资源，提高创新的效率。所以当创新资源水平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创新资源会对城市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当创新资源水平继续提高，跨国第二门槛值而小于第三门槛值时（0.2583＜ir≤0.7963），创新资源对城市增长仍然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影响的程度相比于第二门槛区间有着显著的提高。一方面是有更高创新资源投入的城市能够更好的吸收其它城市外溢的技术、信息等；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创新资源投入继续提高，创新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这也能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在进行创新活动时，联系会更加紧密，可以进行更好的分工合作，这样一来，创新活动的效率也会更加提高。而随着创新财力资源投入的增加，这些增加的创新人才才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去进行创新，包括创新的设备、所需要的信息都需要创新财力资源的支撑才能使他们发挥作用。加大对创新资源的投入，收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拉动城市增长的作用不可小视。

    最后如果继续加大创新资源的投入，当创新资源水平超过第三门槛值（ir＞0.7963）时,创新资源的投入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又将变得非常小，这是由创新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由于创新的调整成本很高，过高的创新资源投入很难持续创新活动的连续性，创新活动将进入平台区域，会出现创新资源过剩的情况，导致创新人才的流失以及创新经费的浪费。因此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超过一定范围时，一部分创新资源的投入会继续发挥其对城市增长的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多余的创新资源投入会造成浪费，并且挤占城市对其它方面的投入，进而带来较高的机会成本，这部分多余的创新资源投入反而对城市增长起着相反的作用。因此总的来说，当创新资源投入过多，超过了第三门槛值这个度时，虽然仍然能够促进城市增长，但相比于第二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其促进作用已经大大降低。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出对城市增长均有着促进作用。

4.结论与启示

4.1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资源投入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生活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与城市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城市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二，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有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当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较低，小于第一门槛值时，由于创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随着创新资源投入水平的增加，超过第一门槛值而小于第二门槛值时，创新人力、财力等资源开始发挥作用，对城市增长开始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当创新资源投入水平继续加大，超过第二门槛值而小于第三门槛值时，创新资源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对城市增长会产生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后当创新资源投入过多，超过第三门槛值时，由于创新资源出现过剩的情况，其对城市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变得非常小。
4.2启示

首先，通过对创新资源与城市增长关系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对于处于不同的创新资源投入水平的城市，我们对未来创新资源的投入要进行不同的规划，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城市的增长。要进一步地优化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创新资源投入结构，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让投入的创新资源都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效，为城市的增长作出贡献。对于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还不够高的城市，对创新资源的需求还很大，应该加大对其创新资源的投入力度，提高这些城市的创新水平，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而对于创新资源投入水平过高的城市，由于资源的饱和，使这些创新资源的机会成本过高，对城市增长的作用已经变的非常小，应该将多余的创新资源投入到其它地方，以此来促进城市的增长。

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也要加强区域内的资源交流合作，对于创新的各种资源，可以增加其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性，这样可以减少区域内部的资源消耗，协调共进。对于创新资源水平过高的城市，可以将多余的创新资源分享给创新资源水平较低的城市，以此携手共进，共同促进区域内城市的增长。各城市之间在创新资源配置上都有不同，应积极加强相互之间的学习合作，创新效率低的城市可以向创新效率更高的城市学习，研究创新效率高的城市对创新资源的利用，以及对创新资源合理地投入，城市之间可以共享创新资源，共同创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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